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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 2000—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环保技术创新和

非环保技术创新、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 Ｒ＆D 总投入和非

环保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与环保技术创新负相关; 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提升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间接影响为正，且主要来自非环保技术创新的贡献，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进一步地，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

影响为负，但在长期内具有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双赢”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未来在进行环

境规制工具的设计时，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能力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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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集中出现，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如全国大气灰霾现象的大

面积爆发，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的恶性水污染事件等，似乎预示着中国的环境污染已临近生态系统的

“临界点”。面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巨大压力，中国实施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已势在必行。“十

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首次将污染排放总量的显著减少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意味着环境规制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设置越来越高的“环境壁

垒”，不仅将在宏观层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并且将通过直接增加企业成本而在微观层

面深刻地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
然而，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重化工业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

重化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及其“高能耗、高排放、低技术”等特点，当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施加日益收

紧的环境约束时，重化工业将无可避免地首当其冲。那么，环境规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带来工业企业难以承受的成本上涨压力，还是成为激励企业研发和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是当前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波特假说”的提出，引发了环境经济学领域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该假说

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意味着新利润机会的出现，能够激励被规制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优
化资源配置，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
Jaffe and Palmer［1］进一步将其分为“弱版”假说和“强版”假说。“弱版”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

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创新，但并不确定规制与创新的综合作用使企业受益的方向与程度; “强

版”假说则认为设计合理的管制所引致的创新足以完全补偿遵循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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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率水平。
对于“弱版”假说的研究，学者们最初更多地关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到了

较为一致的结论，即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2-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着重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是驱动环保创新的主要因

素［5-8］。关于“强版”假说的研究，学者们则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早期的大部分研究认为环境规

制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生产率损失［9-12］，而近期的研究则得到了较为乐观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是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从而支持了“强版”假说［13-16］。另有部

分文献则同时检验了“弱版”和“强版”假说［17-19］，结论则由于数据样本、研究方法等的不同而不同。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已有研究文献大部分均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特别是针对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研究，针对中国的研究较少; 而在少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

传统 TFP 作为被解释变量，然而，众多研究表明，不考虑污染排放等非期望产出的传统 TFP 会高估中

国真实的生产率水平，甚至高估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20］。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本文可能的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运用两阶段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清晰刻画环境规制通过引致技术创新，最终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

机制。( 2) 基于 1999—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 ，对考虑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的各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下称“绿色生产率”) 进行了

重新估算，以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真实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3) 对技术创新中的环保研发与非环保研

发进行了区分，以检验由规制引致的环保和非环保技术创新是否对绿色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

制，从而对“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Porter and van der Linde［21］在其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论文中，提

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意味着新利润机会的出现，通过产生“创新补偿”效

应，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循成本，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基于“波特假说”的观点，并借鉴 Brnnlund
and Lundgren［22］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就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生产率提升的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进

行具体的理论探讨( 见图 1 所示) ，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图 1 环境规制对生产率

提升的影响机理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企业生产一种产品 q，伴随产生一种污

染物 e，并且生产产品越多，产生的污染排放则越多。根据图 1 所

示，当未实行环境规制时，产品 q的产量与污染物 e的排放量之间

的关系，由函数 q = f0 ( e) 表示，其中 f0 表示环境规制实施前的技

术水平，即企业面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根据“波特假说”的观点，当未实施环境规制时，企业很可能

并未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生产，因为非效率的存在而只能在 C 点

( q0，e0 ) 生产，此时企业的利润为 Π0。而环境规制的实施将有助

于企业意识到非效率的存在，从而激励企业重新制定更优的生

产策略，在当前技术水平上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在图 1 中则表

现为向生产前沿面 q = f0 ( e) 的追赶和移动，即从 C 点向 B 点移

动。由此可知，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效率改善，不仅促使污染排放量从 e0 下降至 eＲ，同时促

使产品产量从 q0 增加至 qＲ，利润则相应从 Π0 上涨至 ΠＲ。
环境规制激励企业通过效率改善进而提升竞争力的过程，可视为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值

得指出的是，“波特假说”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企业为效率改善而开展的相关活动，及下文将要分

析的技术研发活动，均不占用生产资料，即不存在“挤出效应”。然而，众多文献的研究以及各国企业

—93—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的现实情况表明，这一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排污企业为了满足环境规

制的要求必然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决策或管理决策的调整，而这一过程无疑将产生一定的成本，如

交易成本或污染治理成本，从而引致企业在短期内的成本上涨，并将在企业实现效率改善之前，在短

期内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1: 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不利于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即将产生负的直接影响; 而在长期

内，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终将逐渐显现。
进一步地，“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方面具有显著的动

态效应，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将有效提升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即由原来的生产技术 q = f0 ( e) 变为新

的生产技术 q = fＲ ( e) ，表现在图 1 中则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即在新的技术水平 fＲ ( e) 上，相同

数量的投入可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同时并未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新技术的

发明意味着原来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 B 点变为非效率的生产方式，环境规制的实施激励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活动、加强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等，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从B点向D点与E点之间移动，

并将在 E 点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生产，此时的产量从 qＲ 进一步增加至 q1，对应的最大化利润为 Π1。
然而，“波特假说”并未对非环保技术和环保技术加以区分。非环保技术即指传统意义上的生产

技术，这一类技术并不一定会降低污染排放，反而可能是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如正是由于

技术进步才使得人类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 环保技术，即指以减少

污染排放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使用为主要目的的技术［23］，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24］。
由于清洁生产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且无法在当期就显著提升企业的生

产能力，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研发风险。因此，当企业能够通过其他途径缓解环境压力、消化污染治理

成本时，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活动并不会大规模的发生，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较为有限; 而污染治理

技术则只能使企业完成污染减排目标，而无法对企业生产环节施加影响，甚至可能因为治污技术研

发活动占用生产资源，而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目前，中国的环保技术创新主要是指污染治理技

术的研发活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另外两个待检验的假说。
研究假说 2: 环境规制能够总体上有效激发技术创新活动，但主要是对非环保技术创新活动的激

励效应，而在短期内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
研究假说 3: 由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能显著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但主要是来自非环保技

术创新的贡献，而环保技术创新则可能由于其对生产资源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绿色生产率的

提升。
三、模型设定及指标说明

(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首先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继

而运用两阶段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即第一阶段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第二阶段检验由规制引致的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计量模型进行

取对处理。
( 1) 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根据前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知，学者们就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为了对“波特假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验证，本文首先对前文提出的第一个

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即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lnGTFPi，t = 0 + 11 lnＲEGi，t －1 + 12 lnＲEGi，t －2 + 13 lnＲEGi，t －3 + 2 lnＲDi，t + 3 lnCALi，t －1

+ 4 lnAGGi，t －1 + 5 lnTＲAFi，t －1 + 6 lnSCALEi，t －1 + 7 lnFDIi，t －1 + μi + γ jT + εi，t ( 1)

其中，i 表示省份( i = 1，2，…，30) ，t 表示时间，j = 2，3，…t。GTFP 表示工业绿色生产率; ＲEG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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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环境规制强度; ＲD 表示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 CAL 表示资本劳动比; AGG 表示产业集聚水平; TＲAF
表示基础设施禀赋; SCALE为产业规模变量; 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μi 表示个体效应，用以控制地区

间的差异; t 表示( t － 1) 个时间虚拟变量的集合; εi 为误差项。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影响生产率时可

能存在的滞后效应，本文引入了环境规制变量的滞后 1 期、滞后 2 期和滞后 3 期的形式，分别进行实

证检验。
( 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研究环境规制创新激励效应的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如下研究范式: COM = f( ＲEG，Z) ，其

中，COM 表示产业竞争力指标，ＲEG 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Z 则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本文将遵

照这一范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ＲDi，t = α0 + α1 lnＲEGi，t －1 + α2 lnSCALEi，t －1 + α3 lnFDIi，t －1 + α4 lnHＲi，t －1

+ α5 lnEXPi，t －1 + α6 lnMAＲKi，t －1 + μi + γ jT + εi ( 2)

其中，ＲD表示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 HＲ为人力资本指标; EXP为出口强度指标; MAＲK表示市场

化水平; 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文一致。由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存在滞后期，因此将环境规制

强度指标滞后一期纳入方程; 其他控制变量亦均滞后一期以避免内生性。
根据 Hamamoto［25］ 的研究，环境规制引致的 Ｒ＆D 投入增加的部分，可视为环保研发投入; 非环

保研发投入则为 Ｒ＆D 投入总额与环保研发投入的差值。式( 2) 中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估计系数 α̂1，

即为 Ｒ＆D 投入总额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因此，由式( 3) 和式( 4) 可实现对环保研发投入和非环

保研发投入指标的测算:

EＲDi，t = α̂1 × ΔＲEGi( t，t －1)

ＲEGi，t －
[ ]

1

× ＲDi，t ( 3)

NEＲDi，t = ＲDi，t － EＲDi，t ( 4)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说，即环境规制强度对环保研发投入和非环保研

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INNOVATEi，t = β0 + β1 lnＲEGi，t －1 + β2 lnSCALEi，t －1 + β3 lnFDIi，t －1 + β4 lnHＲi，t －1

+ β5 lnEXPi，t －1 + β6 lnMAＲKi，t －1 + μi + γ jT + εi ( 5)

其中，INNOVATE 表示技术创新变量的集合，INNOVATE = { EＲD，NEＲD} ，EＲD表示环保研发投

入① ; NEＲD 表示非环保研发投入。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文相同。
( 3) 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引致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检验

前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说，即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对环保和非环保技术创新是否

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lnGTFPi，t = δ0 + δ1 lnEＲDi，t + δ2 lnNEＲDi，t + δ3 lnＲDi，t + δ4 lnCALi，t －1 + δ5 lnAGGi，t －1

+ δ6 lnTＲAFi，t －1 + δ7 lnSCALEi，t －1 + δ8 lnFDIi，t －1 + μi + γ jT + εi ( 6)

( 二) 指标说明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 2000—2012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相关变量的具体说明

如下: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 本文选取考虑“坏”产出的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作为绿色生产

率指数，并用 SBM 方法进行测算②，并参考 Managi and Jena［28］的方法将其转换为累积指数，从而进行

实证分析。测算所需的产出与投入指标说明如下:

( 1) “好”产出与“坏”产出指标: 选取工业总产值③作为“好”产出，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选取 CO2 排放量作为“坏”产出，CO2 排放量的估算参考陈诗一［29］所提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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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 要素投入: 共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耗三种投入要素。首先，运用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

原值扣除累计折旧后所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30］，原始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其次，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工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最后，用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原始数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地区数据库。
2． 环境规制强度( ＲEG) : 为了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综合而全面的度量，充分考虑废水、二氧化

硫、烟( 粉) 尘和固体废物四种污染物的减排情况，构建一个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度量指标，具体方法

参见原毅军和谢荣辉［31］，此处不再赘述。
3． 研发强度( ＲD) : 用各省份 Ｒ＆D 内部支出总额衡量研发投入强度，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
4． 控制变量: ( 1) 外商直接投资( FDI) : 选用 FDI 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

站的地区数据库。( 2) 产业规模指标( SCALE) ，即工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3) 出口强度( EXP) : 以

反映国际市场的竞争情况，测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4) 市场化水平( MAＲK) : 由非国有企业

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而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该比重越高，表示国内市场化

水平越高。( 5) 人力资本水平( HＲ) : 选取就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各省份的人力资本水

平④，测算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6) 要素禀赋结构( CAL) : 用资本 /劳动比作为度量指标。
( 7) 基础设施禀赋( TＲAF) : 借鉴吴延瑞［32］的做法，用各省份每十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公路长度与铁路

长度的几何平均值来表征，测算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地区数据库。( 8) 产业集聚水平( AGG) :

用区位商指数来衡量⑤。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GTFP 390 1． 221 5 0． 221 5 0． 641 8 1． 807 5

环境规制强度 ＲEG 390 0． 639 5 0． 370 5 0． 052 2 2． 288 2

人均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费

PEＲFEE 390 480． 708 0 417． 339 6 17． 092 9 3 137． 320 0

研发强度 ＲD 390 134． 318 5 203． 611 1 0． 830 6 1 287． 862 0
外商直接投资 FDI 390 0． 467 5 0． 583 8 0． 054 3 5． 705 4
产业规模 SCALE 390 0． 394 7 0． 080 0 0． 133 7 0． 530 4
出口强度 EXP 390 0． 167 3 0． 197 6 0． 014 8 0． 905 3
市场化水平 MAＲK 390 0． 497 3 0． 214 0 0． 061 5 0． 894 9
人力资本 HＲ 390 8． 741 7 1． 184 3 6． 112 0 13． 310 0
资本劳动比 CAL 390 19． 433 8 11． 511 2 6． 192 5 82． 234 4
基础设施禀赋 TＲAF 390 0． 102 0 0． 071 8 0． 005 4 0． 394 3
产业集聚指标 AGG 390 0． 979 6 0． 208 9 0． 314 3 1． 452 5

上述所有的货币量均用价

格指数平减为以 1999 年为基

期的可比价格。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特征见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环境规制对绿色生

产率的直接影响

在上文运用两阶段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

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生

产率的直接影响。对模型 ( 1 )

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在短期内，环

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

响为负，规制强度每提高 1%，将导致绿色生产率降低 0． 040 2%。这表明，在环境规制实施初期，企

业开始意识到自身生产中非效率的存在以及技术进步、工艺改进的空间，理性的企业会逐渐对原有

的生产决策或管理决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这一过程必然引致企业在短期内的成本上涨，而对企业

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直接的抑制作用。在长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变为正

值，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污染治理和生产率提升具有“双赢”的可能性，因此

在对待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时要目光长远，而不应只看重眼前得失。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前文

所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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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境规制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 1) 模型( 1 － 2) 模型( 1 － 3)

lnＲEG( － 1)
－ 0． 040 2＊＊＊

( － 2． 58)

lnＲEG( － 2)
－ 0． 009 3
( － 0． 79)

lnＲEG( － 3)
0． 012 1
( 1． 00)

lnＲD 0． 123 1＊＊＊
( 8． 46)

0． 132 5＊＊＊
( 12． 52)

0． 123 2＊＊＊
( 11． 17)

lnCAL － 0． 044 1*

( － 1． 93)
－ 0． 021 5
( － 1． 31)

－ 0． 025 5
( － 1． 55)

lnAGG － 0． 057 3
( － 0． 83)

－ 0． 123 5＊＊
( － 2． 50)

－ 0． 145 6＊＊＊
( － 2． 85)

lnTＲAF 0． 077 3＊＊
( 2． 12)

0． 027 5
( 1． 02)

0． 040 5
( 1． 49)

lnSCALE 0． 127 5
( 1． 62)

0． 235 4＊＊＊
( 4． 16)

0． 249 1＊＊＊
( 4． 38)

lnFDI － 0． 038 2＊＊
( － 2． 46)

－ 0． 033 7＊＊＊
( － 3． 00)

－ 0． 027 0＊＊
( － 2． 41)

_cons 0． 071 8
( 0． 46)

－ 0． 036 2
( － 0． 31)

0． 083 2
( 0． 70)

时间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3． 03 13． 27 11． 16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固定

Hausman 检验
Chi-Sq． = 33． 02
( P = 0． 000 0)

Chi-Sq． = 25． 14
( P = 0． 001 5)

Chi-Sq． = 24． 28
( P = 0． 002 1)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701 2 0． 825 7 0． 810 3
F-统计量 108． 26 198． 35 160． 51

伴随概率( F-统计量) P = 0． 000 0 P = 0． 000 0 P = 0． 000 0

注: 1． 括号里的数字代表 t 值; 2． ＊＊＊、＊＊和*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3． 所有结果均由 stata 12． 0 计算而得。

模型( 1 － 1 ) 的估计结果显示，

资本劳动比与绿色生产率呈负相关

关系，影响系数为 － 0. 044 1。近年

来，中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出现了

快速的上升，张军［33］认为资本深化

是不利于中国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

素。FDI 与 绿 色 生 产 率 亦 呈 负 相

关，影响系数为 － 0． 038 2，这可能是

因为，当考虑环境因素时，发达国家

为规避国内严厉的环境规制而将其

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至中国进行生

产，导致中国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

避难所”。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提

升中国绿色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

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基

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降低 运 输 成

本，从而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 升。
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规模则未能产

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 方

面，中国当期大多数产业集聚多由

同质化的中小企业组成，集中于劳

动密集型的中低端生产制造和组装

环节，张 公 嵬 和 梁 琦［34］ 认 为 这 种

“企业扎堆”的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产业集聚，反而会导致重复建设、
产能过剩和能源过度消耗; 另一方

面，中国工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产业规模盲目扩张，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因而无法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 二) 环境规制对 Ｒ＆D 的影响

对上文构建的计量模型( 2) 和模型( 5)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笔者首先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了 Hausman 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用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 所示。
由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强度对 Ｒ＆D 总投入和非环保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

用，规制强度每提高 1%，可导致 Ｒ＆D 总投入和非环保 Ｒ＆D 投入分别增加 0． 231 0% 和 0． 378 3%，

这表明“弱版”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但环境规制强度与环保技术创新呈现负相关关

系，规制强度每提高 1%，将导致环保 Ｒ＆D 投入减少 1． 571 5%。可能的原因是，环保技术创新不仅

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反而会占用企业用于生产活动的投资，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末

端治理等污染治理方式，而非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研发。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绿色技

术创新的实践再也未能突破“源头削减”和“末端治理”而取得更大的进步［35］。面临日趋严厉的环境

管制，被规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的创新来增加企业利润，从而抵消因污染减排

而增加的“遵循成本”。因此，前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说得到了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规模和国内市场化程度均有效促进了环保 Ｒ＆D 投入的增加，产业规模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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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2)
模型( 5 － 1)

( EＲD )
模型( 5 － 2)

( NEＲD )

lnＲEG 0． 231 0＊＊＊
( 3． 14)

－ 1． 571 5＊＊＊
( － 6． 13)

0． 378 3＊＊＊
( 5． 12)

lnSCALE 1． 559 4＊＊＊
( 6． 59)

1． 669 7＊＊
( 2． 36)

1． 286 8＊＊＊
( 5． 42)

lnHＲ 5． 196 5＊＊＊
( 12． 02)

1． 196 9
( 1． 01)

5． 337 1＊＊＊
( 12． 28)

lnEXP 0． 355 9＊＊＊
( 4． 99)

0． 080 5
( 0． 37)

0． 373 5＊＊＊
( 5． 22)

lnFDI － 0． 380 6＊＊＊
( － 5． 35)

－ 0． 665 7＊＊＊
( － 3． 18)

－ 0． 375 1＊＊＊
( － 5． 25)

lnMAＲK 0． 972 6＊＊＊
( 10． 00)

1． 313 8＊＊＊
( 4． 25)

0． 936 5＊＊＊
( 9． 60)

_cons － 4． 300 8＊＊＊
( － 4． 22)

－ 1． 861 2
( － 0． 67)

－ 4． 987 7＊＊＊
( － 4． 87)

时间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148． 08 3． 59 127． 98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随机 随机 随机

Hausman 检验
Chi-Sq． = 2． 28
( P = 0． 942 9)

Chi-Sq． = 13． 97
( P = 0． 051 8)

Chi-Sq． = 2． 96
( P = 0． 889 0)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783 1 0． 314 5 0． 778 1
F-统计量 1 217． 07 98． 21 1 177． 96

伴随概率( F-统计量) P = 0． 000 0 P = 0． 000 0 P = 0． 000 0
注: 1． 括号里的数字代表 t 值; 2．＊＊＊、＊＊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3． 所有结果均由 stata 12． 0 计算而得。

内市 场 化 程 度 每 提 高 1%，环 保

Ｒ＆D 投入将相应提高 1． 669 7% 和

1． 313 8%。这表明，规模越大的企

业越有开展环保研发的倾 向 和 实

力，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而在面

临相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时，国内市

场竞争越激烈，则越能够激励企业

进行环保技术的研发，从而在未来

以“绿色化”、“低碳化”为方向的经

济转型中获得先发优势。人力资本

变量未能对环保技术创新产生显著

的影响。2002 年中国从事环保科技

活动的人员数占全国科技活动人员

的比重为 0． 50%，至 2010 年该比重

降至 0． 29%。由此可知，从事环保

技术研发的人力资本十分匮乏，尚

未在环保技术创新中发挥有效的作

用。国际市场竞争程度亦未能对环

保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
表 4 引致创新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6 － 1) 模型( 6 － 2)

lnEＲD － 0． 000 9
( － 0． 19)

lnNEＲD 0． 125 6＊＊＊
( 5． 80)

lnＲD 0． 124 8＊＊＊
( 8． 51)

lnCAL － 0． 050 1＊＊
( － 2． 19)

－ 0． 082 0＊＊
( － 2． 41)

lnAGG － 0． 068 7
( － 0． 99)

－ 0． 130 5
( － 1． 41)

lnTＲAF 0． 065 1*

( 1． 79)
0． 071 4
( 1． 37)

lnSCALE 0． 147 9*

( 1． 88)
0． 231 1＊＊

( 2． 08)

lnFDI － 0． 034 8＊＊
( － 2． 23)

－ 0． 022 0
( － 1． 04)

_cons 0． 097 6
( 0． 62)

0． 303 5
( 1． 37)

时间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5． 29 2． 81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Hausman 检验
Chi-Sq． = 30． 75
( P = 0． 000 1)

Chi-Sq． = 27． 78
( P = 0． 000 0)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695 0 0． 624 1
F-统计量 123． 06 46． 26

伴随概率( F-统计量) P = 0． 000 0 P = 0． 000 0
注: 1． 括号里的数字代表 t 值; 2． ＊＊＊、＊＊和* 分

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3． 所有结
果均由 stata 12． 0 计算而得。

因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

动密集型部门，通过接受外资企业代工合同、为外

资企业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因此这类

企业大都不具备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能力。FDI
无论对环保技术创新还是非环保技术创新均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中国实施的“以市

场换技术”的开放政策并未实现预期的目标，FDI
流入中国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掠夺丰

富的资源，而对其核心的、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严格

的封锁。
( 三) 引致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继续检验第三个研究假说，即环保技术

创新和非环保技术创新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根

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模

型( 6) 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中的

回归结果，为本文最后一个研究假说提供了实证

证据。其中，模型 ( 6 － 1 ) 的回归结果显示，Ｒ＆D
总投入与绿色生产率正相关，Ｒ＆D 投入每增加

1%，将促进绿色生产率提升 0． 124 8%，结合模型

( 6 － 2) 的估计结果，这一正向的促进作用主要是

由非环保技术创新贡献的，非环保研发投入每增

加 1%，可促进绿色生产率提升 0． 125 6%，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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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创新是绿色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来源; 而环保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率负相关，影响系数为

－ 0. 000 9，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当企业开展环保技术的研发活动时，必然将占用

其原来用于生产活动或研发活动的资源，从而迫使企业背离其最优的资源配置决策，因此将不利于

绿色生产率的提升。然而，由于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研发主要集中于国家环保系统的研发机构以及

部分环保企业，环保研发投入在 Ｒ＆D 投入总额中仅占非常小的比重，因此对绿色生产率产生的负向

影响并不显著。综上可知，环境规制通过激励非环保技术创新而最终对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

的影响，才是环境规制间接影响绿色生产率的有效传导路径，这也证明了“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对上述实证分析，即计量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5 )

和模型( 6) 进行稳健性检验: 根据张成等［36］的研究，选用人均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 PEＲFEE) 作

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该指标用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与工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计算而

得，其中，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是指废水治理运行费用与废气治理运行费用之和，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环境年鉴》; 由于数据的限制，工业从业人数用工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作为替代指标，数据来

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反之，则相反。
重新对上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面板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5 所示。该估计结果表明，模型

( 1) 、模型( 2) 、模型( 5 － 2) 和模型( 6) 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由此可以认为

本文的实证检验的结果是稳健的; 而模型( 5 － 1) ，即环境规制强度与环保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稳健

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差异，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尚未对

环境研发的相关数据进行专门的统计，通过特定测算方法而得到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

二是表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 表现在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衡量指标) 对环保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

具有异质性，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表 5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变量 模型( 2)
模型( 5 － 1)

EＲD
模型( 5 － 2)

NEＲD 变量 模型 6 － 2

lnPEＲFEE( － 1)
－ 0． 018 0＊＊

( － 2． 04)
lnPEＲFEE 0． 415 5＊＊＊

( 12． 77)
0． 097 6
( 0． 68)

0． 423 8＊＊＊

( 12． 25)
lnEＲD1

－ 0． 000 9
( － 0． 19)

lnＲD 0． 135 7＊＊＊

( 8． 73)
lnSCALE 0． 633 4＊＊＊

( 2． 98)
1． 375 0*

( 1． 79)
0． 342 6
( 1． 56)

lnNEＲD1
0． 132 7＊＊＊

( 6． 23)

lnCAL － 0． 042 8*

( － 1． 86)
lnHＲ 4． 860 7＊＊＊

( 13． 25)
2． 223 3*

( 1． 81)
5． 032 7＊＊＊

( 13． 32)
lnCAL － 0． 090 8＊＊＊

( － 2． 72)

lnAGG － 0． 077 3
( － 1． 12)

lnEXP 0． 228 3＊＊＊

( 3． 86)
0． 517 5＊＊

( 2． 43)
0． 220 9＊＊＊

( 3． 62)
lnAGG － 0． 123 4

( － 1． 36)

lnTＲAF 0． 071 1＊＊

( 1． 96)
lnFDI － 0． 282 5＊＊＊

( － 4． 67)
－ 0． 502 7＊＊

( － 2． 19)
－ 0． 327 6＊＊＊

( － 5． 23)
lnTＲAF 0． 070 6

( 1． 39)

lnSCALE 0． 179 6＊＊

( 2． 25)
lnMAＲK 0． 470 0＊＊＊

( 5． 17)
0． 536 3
( 1． 51)

0． 419 8＊＊＊

( 4． 39)
lnSCALE 0． 233 7＊＊

( 2． 15)

lnFDI － 0． 031 0＊＊

( － 1． 98)
_cons － 7． 602 0＊＊＊

( － 8． 55)
－ 2． 730 2
( － 0． 92)

－ 8． 654 5＊＊＊

( － 9． 44)
lnFDI － 0． 008 3

( － 0． 39)

_cons 0． 197 3
( 1． 20)

_cons 0． 303 5
( 1． 37)

时间效应检验 固定 时间效应检验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效应检验 固定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6． 48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96． 81 3． 15 76． 50 时间效应 F-统计量 2． 50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随机 随机 随机 个体固定效应检验 固定

Hausman 检验
Chi-Sq． =33．34
( P =0．000 1)

Hausman 检验
Chi-Sq． = 4． 33
( P = 0． 741 0)

Chi-Sq． = 2． 18
( P = 0． 949 0)

Chi-Sq． = 5． 98
( P = 0． 542 1)

Hausman 检验
Chi-Sq． = 30． 28
( P = 0． 000 2)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696 8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851 8 0． 160 6 0． 841 3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642 6
F-统计量 107． 11 F-统计量 1 903． 41 54． 29 1 738． 16 F-统计量 49． 57
伴随概率

( F-统计量)
P = 0． 000 0 伴随概率

( F-统计量)
P = 0． 000 0 P = 0． 000 0 P = 0． 000 0 伴随概率

( F-统计量)
P = 0． 000 0

注: 1． 括号里的数字代表 t 值; 2．＊＊＊、＊＊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3． 所有结果均由
stata 12． 0 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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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经济发展方式由高污染、高能耗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合理地设计环境

规制，使其不仅成为第一环保力，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改革驱动力，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

升级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选取 2000—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模型对环境

规制与技术创新、引致创新与绿色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 1) 环境规制强度对 Ｒ＆D 总投入和非环保 Ｒ＆D 投入均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与环保技术创新呈

现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弱版”波特假说的成立。由于环保技术创新并不能提高产品

附加值，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面临严厉的环境规制，被规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末端治理

的减排方式，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创新，这表明“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 2) Ｒ＆D总投入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由规制引致的非环保技

术创新的贡献; 而环保技术创新尚未对绿色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

提升产生了积极的间接影响，且通过环境规制引致非环保技术创新、非环保技术创新驱动绿色生产

率提升这一传导路径而实现的。( 3) 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为负; 在长期内，

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变为正值，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表明污染治理和生产率提升

具有“双赢”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了以下政策启示: ( 1) 除高效实现环保目标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能力

是进行环境规制工具选择、设计或创新时所需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亦即，中国目前应加快环境税、
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尽快实现环境规制体系由行政命令为主向市

场激励为主的转变，以主要依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激发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努力提

高其绿色生产率，并调动企业环保的主观能动性。( 2) 由于环保研发投入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企业往往缺乏投资激励。然而，长期来看，绿色技术取代末端治理技术是未来污染治理的必然趋势。
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环保研发活动的引导和扶持，如对于致力于环保研发的企业，政府可给予一

定的补贴，甚至政府可作为环保研发的投资者或环保技术的购买者，以创造对绿色技术的需求。( 3)

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进程中，政府不应以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效应作为理由而采取

放松规制等短视行为和错误决策，而应具有长远眼光，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政府应维持良好而严

厉的规制者声誉，从而规避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其次，政府应尽量避免未来环境规制的不确定性，使

企业对未来的规制强度形成理性预期，进而有助于企业制定长期的投资决策。

注释:

①根据 Hamamoto［25］和 Yang et al．［26］的研究，当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时，其对企业产生的环保压力可能会导致环

保研发对非环保研发产生“挤出”效应，若环保研发的计算结果出现负值，则将其取值设定为 0，这一假设保证了非

环保研发投入不会高于 Ｒ＆D 总额。

②限于篇幅，作者未详细给出 GTFP 测算的具体理论方法，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或参考原毅军和谢荣辉［27］。

③由于 2013 年改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因此 2012 年的工业总产值利用 2012 年与

2011 年“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计算而得。
④人力资本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HＲi = pi1 × 6 + pi2 × 9 + pi3 × 12 + pi4 × 16。其中，pi1、pi2、pi3、pi4 分别表示第 i 省受教

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各阶段的受教育年限 ( 6 年、9 年、12 年和 16 年) 为相应的

权重。

⑤区位商指数的计算公式: AGGij (= Yij ∑ i
Y ) (ij ∑ j

Yij ∑ i∑ j
Y )ij ，其中，Y 表示产值，i 表示地区，j 表示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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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duced innovation，

and growth of green productivity in China
XIE Ｒonghui

(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two-step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vironmentally in-

duced innovation and non-environmentally induced innovation，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induced innovation on green productiv-

ity growth，with provincial-level data during 2000—201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pro-

motes both the total Ｒ＆D and non-environmental Ｒ＆D，while i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Ｒ＆D． The induced in-

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green productivity growth，indicating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n green productivity，which is mainly contribution of non-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ndicates

that our conclusion supports the Porter hypothesis to some extent but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Furthermore，the direc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productivity is negative in the short term，but it's possible to achieve of a“win-win”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the incen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primary factors to consider when we desig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ced innovation; green productivity; two-step model; environmental Ｒ＆D i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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